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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hina’s fertility using decomposi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ational fertility rates have decreased by 21%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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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s in fertility by more than 70% ． The forecasts indicate that urbanization will beco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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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全国生育水平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持续偏低。目前，根据相关研究

的结果，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 1. 4 ～ 1. 6 之间，属于低生育水平［1］。固然，国家对人口增长的控制是

降低我国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比如我国实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2］，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无

疑也是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1978 ～ 2010 年，全国城镇化率由 17. 92% 快速上升到 49. 68%，由

于城镇居民的生育率一般低于农村居民［3］，城镇化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

全国生育水平因此而降低［4］。
图 1 显示，我国的生育水平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逐步降低，这样的变动趋势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

图 1 1955 ～ 2010 年世界不同地区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城镇化率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 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 2011) ［M/CD］．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CD － ROM Edition．

的情况是一致的［5］。在较发达国家，当城镇化水平发展至 70%以上时，其总和生育率从 2000 年开始

基本稳定在 1. 5，且不再随着城镇化率的增长而继续下降。与较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受人口生育政策

的影响，我国的生育水平在城镇化发展的初期已经达到低水平状态，当城镇化持续发展时，生育水平

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有限，这样就出现了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生育率基本不再随着城镇化率的增长而

继续降低的现象。正如邦戈茨 ( Bongaarts) 所说: “对于那些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但仍经历着持续

发展的国家，我们对其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知之甚少［6］。”那么，从我国城镇化进程开始以来，城镇

化发展对全国生育水平下降的贡献是多少? 在当前我国生育率已处于低水平稳定的条件下，城镇化持

续高速发展是否仍然对全国生育水平变动产生影响? 在未来生育政策可能变动的背景下，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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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又会如何呢?

本文拟从以下两方面分时期研究城镇化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第一，历史城镇化进程对全国生

育水平的影响。通过数理人口学方法计算并分析城镇化发展对全国生育水平变动的贡献，以弥补已有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不足。同时，进一步解释在低生育水平时期，城镇化发展如何持续影响我国的生育

水平变动。第二，未来城镇化发展对全国生育水平的影响。通过设计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不同模式，假

设未来生育政策在维持不变或调整的情况下，预测未来全国生育水平。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

认清当前中国生育水平的态势及其变动机制，为进一步完善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科学规划城镇化发

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综述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根据对城镇化含义理解的不同，关于城镇化发展如何影响生育水平的研究基

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广义上将城镇化水平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间接反映

生育水平［7］。这一观点出自汤普森 ( Thompson) ［8］和诺特斯坦 ( Notestein) ［9］的生育率转变理论，该

理论将生育率下降归结为由城镇化和工业化引起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和方式的转变、婴幼儿死

亡率的下降和子女抚养成本的上升，这些因素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进而减少生育数量。人

们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时常将城镇化率作为经济发展的变量之一纳入统计模型。许多

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是降低中国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10 ～ 13］。第二类是基于城镇化的定义，通过

比较“农村—城镇”流动人口生育水平与农村 ( 流出地) 和城镇 ( 流入地) 生育水平的差异来说明

城镇化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主要理论包括人口流出地的选择理论、流入地的社会化 ( 同化、适

应) 理论以及流动过程中的干扰 ( 分离) 理论。这些理论对人口流动的原因、形式和特征等因素进

行考察分析，比较流动人口来源地和目地的生育水平差异，提出适当的解释［14］。有研究表明，中国

人口流动与生育率的关系与西方迁移生育率理论一致［15］，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流动前农村

的生育水平。总体上，乡城流动起着降低全国生育率的作用［16 ～ 17］。
此外，基于我国的人口户籍政策，城镇化发展所涉及的人口还包括 “农村—城镇”户籍变动人

口，这部分人口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迁移人口; 另一类是随着城镇的扩张，原居住地为农村，后被

政府规划为城镇的相关人口。与流动人口不同，户籍变动人口原有的生育政策将变为相对严格的城镇

人口生育政策［18］，户籍变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因此而降低。对于上述第二类户籍变动人口，因城镇发

展规划的需要，他们失去了原有较宽松的农村生育政策，同时又未能及时、全面地享有城镇人口的福

利和保障，这部分人口的生育空间因为政策生育率的降低被进一步压缩。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省份

允许这类人口在转为城镇人口后可在一段时间 ( 1 ～ 5 年) 内继续保有原来的生育政策，暂缓实行城

镇生育政策，以缓解生育需求与生育政策收缩之间的矛盾。
本文着重研究与城镇化发展相关的 “农村—城镇”人口变动，统筹考虑原有城镇人口的自

增长、流动人口、迁移人口和 “农村—城镇”区域规划变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变动对全国生育水

平变动的影响。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曾毅在解释城镇化率增长对全国生育率的影响时曾举例:

“1981 年中国农村生育率为 2. 9，城镇生育率为 1. 4，城镇化率为 20% ，按照简单的比例运算，

全国的生育率是 2. 6，如果假设分城乡生育率都不变，而城镇化率上升至 40% ，那么全国的生

育率就应该是 2. 3，如此看来城镇化率变动对全国生育率有着重要影响［19］。”这样的估算实际

上是将全国生育率视为农村生育率和城镇生育率的加权平均值，城镇化率作为其权重。路磊也

曾将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分解成两个分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并讨论了其关系和特性［20］。本文以上

述研究思路和方 法 为 基 础，结 合 当 前 社 会 发 展 的 新 形 势，深 化 城 镇 化 发 展 对 生 育 水 平 的 影 响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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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和数据

因素分解法由北川 ( Kitagawa) ［21］首先提出，主要是将一个时期内指标的变动值分解为若干个因

素的变动值之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分析某个特别因素对指标变动的影响

值。本研究应用该方法将一个时期内的总和生育率变动分解为三个因素，分别是农村生育率变动因

素、城镇生育率变动因素和城镇育龄妇女占全国育龄妇女人口比重变动因素。下面进一步介绍因素分

解法在本文中的应用。

总和生育率可以表示为 TFRasfr = 5∑
x
Fx，其中 Fx 是 x 至 x + 5 岁的年龄组生育率，即总和生育率

是从 15 ～ 19 岁组一直到 45 ～ 49 岁组生育率之和。Fx 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农村年龄组生育率 ( Fx，r ) 和城

镇年龄组生育率 ( Fx，u ) 的加权平均值，年龄组农村育龄妇女占全国育龄妇女的比重 ( kx，r ) 和年龄组

城镇育龄妇女占全国育龄妇女的比重 ( kx，u ) 作为其权重，其中 r 和 u 分别代表农村和城镇，这样总和

生育率就可以表示为下式:

TFRasfr = 5∑
x
Fx = 5∑

x
( Fx，rkx，r + Fx，ukx，u ) ( 1)

其中，kx，r + kx，u = 1 且 Δkx，u = － Δkx，r，Δ 代表一个时期内指标的变动值。
在式 ( 1) 的基础上，将全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动值进行分解后的最终表达式为:

ΔTFRasfr = 5∑
x

Fx，u － Fx，
( )

r Δkx，u + 5∑
x

kx，rΔFx，r + 5∑
x

kx，uΔFx，u ( 2)

其中，Fx，r 、Fx，u 和kx，r 、kx，u 分别代表一个时期内对应因素的平均值。
在式 ( 2) 等号右边的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表示年龄组城镇育龄妇女比重变动因素对全国生育

率变动的贡献; 第二部分表示年龄组农村生育率变动因素对全国生育率变动的贡献; 第三部分表示年

龄组城镇生育率变动因素对全国生育率变动的贡献。
上述的分解结果说明，全国总人口的生育水平变动不仅与农村及城镇分人口的生育水平变动有

关，还和各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变动有关。我们用图例的形式进一步说明以上公式，比如，在一个

时期内，假设农村和城镇各年龄组生育率保持不变 ( ΔFx，r = ΔFx，u = 0) ，并且城镇各年龄组生育率均

小于农村各年龄组生育率 ( Fx，u ＜ Fx，r ) ，当城镇化水平保持不变时 ( Δkx，u = 0) ，则全国生育水平稳定

不变 ( 见图 2A) ; 其他条件不变，当全国城镇育龄妇女比重上升时 ( Δkx，u ＞ 0) ，全国生育率将下降

( ΔTFRasfr ＜ 0) ( 见图 2B) 。在这种情况下，城镇育龄妇女比重的增大可以降低全国生育水平。我们

进一步假设农村和城镇各年龄组生育率在一个时期内均有所上升 ( ΔFx，r ＞ 0，ΔFx，u ＞ 0) ，并且也满足

农村各年龄组生育率均大于城镇各年龄组生育率 ( Fx，u ＜ Fx，r ) 。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城镇育龄妇女比

重保持一定的上升幅度 ( Δkx，u ＞ 0) ，就可以使全国生育率维持不变 ( ΔTFRasfr = 0) ( 见图 2C) 。即在

分城乡生育率上升的情况下，提高城镇育龄妇女比重可以起到稳定全国生育水平的作用。下面将根据

我国的实际数据来计算和分析这三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内对全国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图 2 城镇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基础数据包括分析和预测两个部分。分析部分所使用的数据为生育率和城镇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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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生育率数据是分城乡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城镇化数据为分城乡年龄组育龄妇女占全国育龄妇

女的比重。为了考察不同阶段城镇化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选取年份分别为 1982、1990、2001 和

2008 年。其中 1982、1990 年数据分别来自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2001 和 2008 年数据来自

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预测部分的基础数据为 1950 ～ 2008 年全国分城乡总和生育率。其中 1950 ～
1977 年数据来自 1982 年全国 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 1978 ～ 1987 年数据根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公布的 1988 年全国 2‰生育节育调查计算。1988 ～ 1992 年数据来自 1992 年中国生育率抽样

调查。1993 ～ 2000 年数据根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01 年全国生殖健康抽样调查原始数据

带计算。2001 ～ 2008 年数据来自历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
需要指出的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生育数据质量由于存在一定的漏报和瞒报等问题而被

广泛质疑，特别是2000 和2010 年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生育率数值均在1. 2 左右，并不能真实反

映生育水平的实际情况［22 ～ 24］，而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数据则更接近实际情况，因而我们并没有选用

2000 和2010 年的普查数据。另外，1982 年和1990 年与2001 年和2008 年分城乡人口统计口径并不一致，这

是因为我国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统计口径先后经过数次调整，直到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后才取

得一致。已有研究表明，虽然各次普查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均有所不同，但第三、四次人口普查的城镇化

率与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调整后的城镇化数值差距很小，三次普查的数据仍然可以衔接［25 ～ 26］。
同时，本文在计算过程中将全国城镇化率的变动近似于城镇育龄妇女占全国育龄妇女比重的变动，通过

2000 年和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验证，十年间全国城镇化率变动幅度为 13. 46%，与之对应的城镇育龄

妇女占全国育龄妇女比重的变动幅度为13. 53%，二者的变动情况基本一致。
总体上，虽然本文使用的生育率及城镇化率数据在准确性和统计口径上存在上述问题，但我国生

育水平持续下降并低于更替水平以及城镇化率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态势是明确的。因此，根据不同数

据来源计算出的结果可能会有所差别，但不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四、结果与分析

1． 历史城镇化进程对全国生育率的影响

表 1 是分时期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分解结果。其中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依据戴斯·古普塔 ( Das Gupta)

总结的计算方法［27］，将根据因素分解法直接计算的各因素影响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后的因素分解

值可以对各个分时期的影响进行累计，直接得到总时期内各因素对全国生育率变动的贡献。
表 1 不同时期内全国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分解 ( 1982 ～ 2008 年)

时期 ( 年)
全国生育率 全国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分解

起始值 结束值 变动值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1982 ～ 1990 2. 62 2. 30 － 0. 32 － 0. 31 0. 06 － 0. 07
1990 ～ 2001 2. 30 1. 39 － 0. 91 － 0. 63 － 0. 18 － 0. 10
2001 ～ 2008 1. 39 1. 47 0. 08 0. 11 0. 05 － 0. 08
1982 ～ 2008 2. 62 1. 47 － 1. 15 － 0. 83 － 0. 07 － 0. 25

注: 因素 1 为农村生育率变动因素，因素 2 为城镇生育率变动因素，因素 3 为城镇育龄妇女比重变动因素。

首先，在表 1 中，城镇化发展对全国生育率的影响值始终为负值 ( 见表 1 最右边一栏) ，这说明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全国生育率不论是下降、稳定或是回升，城镇

化发展对于降低全国生育率的作用明显。在 1982 ～ 2008 年的总时期内，城镇化发展因素累计使全国

生育率降低 0. 25，占全国生育率变动幅度的 21%。由于我国驱动城镇化进程的主导因素在各个时期

不尽相同，因而城镇化发展影响生育水平变动的主导因素在不同时期也不相同。城镇数量的增长和流

动人口的增长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就先后起着主导作用。其中，城镇数量的增长在 20 世纪 80 年代 ～
90 年代初达到增长高峰，城镇年均增长率超过 50% ［28］。而流动人口则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持续高

速增长，从 1990 年的 2135 万人增长到 2005 年的 14735 万人，其中大多数为 “农村—城镇”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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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29］，最近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显示，2010 年我国流动人口为 26139 万人。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前，城镇数量的快速增长是城镇化发展影响生育水平的主导因素，其主要通过人们生育

观念和行为的转变以及我国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来降低城镇化变动人口的生育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及其生育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则构成城镇化发展引起生育水平变动的主

导因素。
具体来看，全国生育率变动受农村生育率变动、城镇生育率变动和城镇育龄妇女比重变动三者的

共同影响，一个时期内，全国生育率和影响较大因素的变动趋势一致。1982 ～ 1990 年，农村生育率

的下降和城镇化发展两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全国生育率下降了 0. 38，城镇生育率的回升则使得全国生

育率上升了约 0. 06。农村生育率下降和城镇化发展两个因素对全国生育率变动影响较大，因而全国

生育率呈下降态势。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已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执行 “晚、稀、少”的生育

政策，到 1979 年生育政策进一步紧缩，转变为只允许大多数夫妻生一孩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特别

是在城镇地区，更有利于政策的开展和执行，因此，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城镇生育率已经降至更

替水平以下。因此，在 1982 ～ 1990 年间城镇生育水平的变动对全国生育水平的影响有限。而对于农

村地区来说，生育率从 3. 02 下降到 2. 58，说明生育政策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逐步显现。同时，由

于受我国当时人口户籍政策的影响，流动人口很少，城镇的迅速扩张是城镇化影响生育水平下降的主

要原因。
1990 ～ 2001 年，全国生育率大幅下降，从 2. 30 下降至 1. 39。在这个过程中，三个因素均对全国

生育率的下降有所贡献。其中，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和城镇生育率继续下

降，特别是农村下降至 1. 60，使全国生育率降低了 0. 63，占各因素对全国生育水平变动贡献的 69% ;

城镇生育水平也继续降低，从 1990 年的 1. 59 下降至 2001 年的 1. 08，使全国生育率降低了 0. 18，占

全国生育水平变动的 20% ; 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和城镇数量持续增长的共同影响对降低全国生育水平

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全国生育率降低了 0. 10，占全国生育水平变动的 11%。
2001 ～ 2008 年，全国生育率小幅回升，其中农村和城镇生育率均呈上升态势，分别使全国生育

率上升 0. 11 和 0. 05，而城镇化发展则使全国生育率下降了 0. 08。这时农村和城镇的生育率变动对全

国生育率变动起主导作用，全国生育率因此呈现出回升态势，城镇化发展只能减缓但不能阻止全国生

育率的回升。这也正是本文开始部分图 1 所反映的全国生育水平不再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继续下降的

图 3 假设城镇化率不变条件下的全国生育率
( 2001 ～ 2008 年)

原因所在。在这一时期，由于农村和城镇的生育水

平已经达到低水平状态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小幅波动，

而城镇化发展则持续降低全国生育水平，其中，流

动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及其较低的生育水平是当前

城镇化发展影响全国生育水平的主导因素。在以上

三个时期中，城镇化发展因素对全国生育率变动的

影响值 分 别 占 全 国 生 育 率 总 体 变 动 幅 度 的 22%、
11%和 － 91%。由此可见，在不同时期内，城镇化

发展对全国生育率的影响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特

别是 2001 ～ 2008 年，在分城乡生育率变动较小的条

件下，城镇化发展因素对全国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显

著 ( 见图 3) 。
图 3 是根据因素分解法，通过将 2002 ～ 2008 年各个年份分别与 2001 年构成一个时期，把时期内

城镇化发展因素对全国生育率的影响值再加回各个年份的全国生育率，这样就可以考查假设城镇化水

平不变的情况下，全国生育率可能的变化趋势。图 3 表明，如果城镇化水平保持在 2001 年的水平不

变，那么历年全国生育率会高于当前的实际值。可以进一步设想，如果分城乡生育率略微上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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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当城镇化发展因素的影响大于农村和城镇生育率变动因素的影响之和时，城镇

化发展因素将决定全国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全国和分城乡生育率变动不一致的

现象，即分城乡生育率上升而全国生育率下降。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图 3 绘制的 TFR ( 假设) 是

在分城乡生育率为历年实际值而城镇化率不变情况下的假设分析，我们虽然无法得知在城镇化率不变

条件下分城乡生育率的变动趋势，但从式 ( 2) 可以推理得出，无论分城乡生育率如何变动，只要分

城乡生育水平存在差距，那么城镇化率不变条件下的 TFR ( 假设) 会始终高于城镇化率增长条件下

的 TFR ( 全国) 。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统计 “农村—城镇”变动人口时，其统计口径的改变也对城镇和

农村生育水平变动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生育率统计一般只分为城镇、农村和全国三种统计口径，对于

流动或者城镇扩张的这部分人口并没有单独的汇总，只是将统计口径由农村变为城镇。城镇地区由于

这部分人口的加入，生育率将会发生变动; 同时，农村地区由于这部分人口的离开，生育率也会相应

发生变动。当前与城镇化率变动相关的这部分人口的生育水平介于城镇和农村之间，高于城镇而又低

于农村。因而他们离开农村后，农村生育率将由于这部分较低生育率人口的离开而升高; 当他们进入

城镇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后，城镇生育率也将由于这部分较高生育率人口的加入而升高。当然，这只是

当前分城乡生育率回升的可能原因之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低生育水平下城乡人口生育率回升的问题。
2． 未来城镇化发展对全国生育水平的影响

在估算未来城镇化发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时，由于预测数据的不确定性，我们只能在一定的假设

条件下对未来的情况作出近似判断。为了尽可能地抽象出城镇化发展和生育水平的关系并使计算过程

得到简化，这里用近似公式代替式 ( 1) 。具体的做法是，不再考虑人口的年龄结构，并假设在未来

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男女比例保持相等。这样，全国总和生育率可以简单地分解成为分城乡总和生育率

的加权平均值，权重分别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总人口城镇化

率) ，即:

TFR≈ FrCr + FuCu ( 3)

在式 ( 3) 的基础上，用因素分解法可以得到:

ΔTFR = Fu － F( )
r ΔCu + CrΔFr + CuΔFu ( 4)

其中，Fr 和 Fu 表示农村和城镇的总和生育率，Cr 和 Cu 表示农村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同

样满足 Cr + Cu = 1。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近似式 ( 3) 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通过将已有的分城乡总和生育率以及城

镇化率数据带入式 ( 3) ，可以得到估算的全国总和生育率。表 2 的结果表明，TFR 估算值与实际值

的偏差较小，近似公式能够有效地反映各因素对全国生育率的影响。

表 2 式 ( 3) 的有效性检验
年份 TFR ( 农村) TFR ( 城镇) 城镇化率 TFR ( 全国) TFR ( 估算) 偏差值

1982 3. 02 1. 40 21. 13% 2. 62 2. 68 0. 06
1990 2. 58 1. 59 26. 41% 2. 30 2. 32 0. 02
2001 1. 60 1. 08 37. 66% 1. 39 1. 40 0. 01
2008 1. 73 1. 22 45. 68% 1. 47 1. 50 0. 03

数据来源: 第三、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 2002 年和 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

未来我国的城镇化将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流动人口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大，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预计，到 2030 年，流动人口将再增加 3 亿人①。同时，根据二元经济模型［30］，在实现工

业和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完全相同之前，城乡二元模式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有理由预计未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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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的生育水平和模式也将持续存在。基于以上判断，下面利用式 ( 3) 对未来城镇化发展对全

国生育水平的影响进行预测。
首先，预测未来农村和城镇的总和生育率。在假设未来生育政策维持不变的条件下，本文应用

Box-Jenkins 时间序列模型对城镇和农村生育率进行预测。该模型能够通过已有数据的规律性，进行

引伸外推，预测未来数据。最终得到的最优拟合模型为:

农村: ln( Ft
r ) = 0． 995( 0． 0065* ) × ln( Ft－1

r ) ，R2 = 0． 903
城镇: ln( Ft

u ) = 0． 992( 0． 0096* ) × ln( Ft－1
u ) ，R2 = 0． 904

其中，* 为系数标准差。
以上两个预测式均对生育率取对数后再进行计算，这样是为了控制预测值保持在合理的预测区间

内［31］。模型的判决系数 R2 分别取值 0. 903 和 0. 904，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模型系数与系数标

准差的比值表明模型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通过以上模型就可以对生育政策不变条件下 2010 ～ 2030
年的分城乡生育率进行预测。图 4 中虚线部分是根据时间序列模型预测得到的农村和城镇的期望生育

率，2010 ～ 2030 年，农村期望生育率基本维持在 1. 6 以上，城镇期望生育率在 1. 1 以上，两者的差

值为 0. 5，分城乡生育水平基本保持稳定。

图 4 分城乡生育率预测

其次，在假设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况下，根

据 2001 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的育

龄妇女生育意愿，农村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率

是 1. 88，城镇为 1. 50 ［32］。这个数值是在假设

取消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得到的意愿生育率。而

如果只是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比如在普遍放

开二胎的条件下，意愿生育率应该会低于完全

取消生育政策条件下的数值。不妨以此数值作

为生育政策调整 ( 普遍放开二胎) 后的最大反

弹值。即假设从 2010 年开始，生育政策调整

为普遍允许生育二胎，同时考虑生育的进度效

应的影响，在出现一定的生育堆积的情况下，

当年的农村和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反弹为 1. 88 和 1. 50，并一直持续到 2030 年。
最后，设计未来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采用低方案 ( 线性) 、中方案 ( 高低模式的均值) 、高

方案 ( 指数) 三种增长方案预测未来城镇化率。三个方案的结果显示，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的变动

区间为 50% ～55%，2030 年城镇化率变动区间为 62% ～ 84%。 《城市蓝皮书: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预计，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2% 左右，2030 年达到 65% 左右［33］。这表明我们的方案设计基本

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规划的预测结果。
表 3 是基于上述参数和式 ( 3) ，模拟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方案以及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的情况下各

个因素对全国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表 3 2010 ～2030年全国预测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分解

城镇化发展 生育政策
全国生育率 生育率变动因素分解

起始值 结束值 变动值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高方案 不变 1. 44 1. 20 － 0. 24 － 0. 02 － 0. 03 － 0. 19

调整 1. 70 1. 56 － 0. 14 0. 00 0. 00 － 0. 14
中方案 不变 1. 44 1. 25 － 0. 19 － 0. 02 － 0. 03 － 0. 14

调整 1. 70 1. 60 － 0. 10 0. 00 0. 00 － 0. 10
低方案 不变 1. 44 1. 31 － 0. 13 － 0. 01 － 0. 04 － 0. 08

调整 1. 70 1. 64 － 0. 06 0. 00 0. 00 － 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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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无论生育政策变动与否，2010 ～ 2030 年，农村和城镇生育率变动因素对全国生育率的

变动影响较小，城镇化发展因素将对全国生育率变动起主导作用。如果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不变，在

城镇化发展的高方案中，全国总和生育率从 1. 44 下降到 1. 20，生育率下降 0. 24。其中城镇化发展使

全国生育率降低 0. 19，农村和城镇生育率变动共同使全国生育率下降 0. 05。即使是在城镇化发展的

低方案中，全国生育率也将因为城镇化发展因素而下降 0. 08，再加上农村和城镇生育率变动使全国

生育率下降 0. 05，全国生育率将从 1. 44 下降至 1. 31。总体上，如果生育政策不变，在城镇化发展的

三个方案中，城镇化发展因素将平均占未来全国生育率变动的 70% 以上。如果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

普遍生育二胎，假设分城乡生育率始终保持在 1. 88 和 1. 50 的较高水平不变，即农村和城镇生育率变

动为零，全国生育率变动大小完全由城镇化发展因素所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生育率将从 1. 70
逐步下降到 1. 56 ( 城镇化发展高方案) 至 1. 64 ( 城镇化发展低方案) 之间。可见，未来城镇化发展

速度越快，全国生育率受城镇化影响越大，下降的幅度也越大。
此外，从式 ( 4) 等式右边的第一项可以看到，城乡的生育水平差异越大，城镇化发展影响全国

生育率变动的作用越显著。根据本文的预测和假设，在生育政策不变和调整的情况下，未来城乡生育

率的差异分别为 0. 50 和 0. 28。因此，在相同的城镇化发展方案中，生育政策不变条件下城镇化发展

对全国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大于生育政策调整条件下的相应影响。

五、结论

城镇化发展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不仅能够通过降低农村和城镇生育水平的方式来降低全国生

育水平，还能通过“农村—城镇”人口的增长以及农村和城镇生育水平的差异进一步稳定和降低全

国生育水平。本文通过数理人口学的方法，将城镇化发展因素从全国生育水平的变动中分离出来，弥

补了原有统计学方法的不足。结果表明，在不同时期内，无论全国生育率是下降、稳定还是上升，城

镇化发展均能起到降低和稳定全国生育水平的作用。其中，1982 ～ 2008 年，城镇化发展使全国总和

生育率降低了 0. 25，占生育率总体下降幅度的 21%。在当前的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城镇化发展仍然

起着稳定全国生育水平的作用。在未来中国生育率的变动中，预计有 70% 以上是由城镇化发展因素

所引起，城镇化的持续快速发展将进一步降低全国生育水平。总的来说，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

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和城镇生育率的下降是全国生育率总体下降的根本性原因; 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生

育水平差别是城镇化发展影响全国生育水平的条件性原因; 流动人口和户籍变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变动

是城镇化发展影响全国生育水平的直接原因。本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对稳定全国生育水平起着重要

而显著的作用。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国城镇化将持续快速发展，如果能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充

分考虑城镇化发展对生育水平的潜在影响，我们就有理由对生育政策的完善多一份信心。
应该注意到，本文使用的因素分解法只能静态地考察各个因素对总体变动的贡献度，而忽视了各因素

之间以及各因素和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其实，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城镇化，即将城镇化视为社会进步和

经济发展的标志，那么农村和城镇生育水平变动这两个因素本身也包含了城镇化对其的影响，这里我们还

无法将其分离出来。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将数理人口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取长补短。

( 致谢: 感谢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Barry Edmonston教授对本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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